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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国学修养根基深厚。 他多

番有意志向国学， 提出重兴中国古文

化要有世界的眼光。 他以政治诉求为

首位的文化观一度曾经影响到他对国

学的看法， 但随着其思想感情向着传

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和皈依， 他也

逐渐能够较辩证地看待国学。

瞿 秋 白 与 国 学
□梁化奎

什么是国学，迄今这个概念还在被

学界不断界定之中。 然而就其内涵来

讲， 以儒释道为精魂的中国传统文化，

无疑则是构成国学的主干并使之得以

彰显。讲到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之一的瞿秋白与国学的关系，在时下热

于炫述国学者的法眼里，常认为他对于

中国古文化批评得过猛， 否定得太多。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

化界，瞿秋白对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

力倡国学的“东方文化派”的确一度曾

经采取了极激的批判态度，然而，这是

否就能够代表他之对于国学的全部态

度、观念和情感呢？ 这个问题很是值得

研究。

一、多番有意志向国学

瞿秋白出身于祖上曾是世代 簪 缨

的士的家族。晚清之际伴随着封建旧制

度的逐渐沦丧， 瞿氏家族也逐渐衰败。

至民国初年，瞿秋白一家已经变得越来

越穷困， 乃至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典

当度日的生活。 家境虽是如此，然其士

的家风遗教犹存。瞿秋白曾说：“我的家

庭，就是士的阶级。”在今日常州瞿秋白

故居，仍可以看到在其进堂的后墙上留

有“世食旧德”的家训旧刻。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彬， 好 黄老 之

学，工于传统山水画，并颇得时人好评。

母亲金衡玉，文史诗赋皆有修养，亦是

官宦家族出身。瞿秋白自幼除了跟随双

亲习学诗书礼文、画山水画之外，还跟

六伯父瞿世琨学过金石篆刻。 1917 年

秋瞿秋白进入京城读书。耳闻目睹这里

新旧官僚腐败的生活， 痛苦刺激之下，

他曾考虑 “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

故”，“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瞿秋白

在新俄考察时曾表示：为了“光复四千

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自己甘愿

做一个始终是积极奋斗者的“小卒”。另

据羊牧之回忆说，1926 年夏的一天，瞿

秋白曾经对他讲：“我这个人始终摆脱

不了文人习气。 今后革命成功了，年纪

大了， 我一定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

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到那时你也来帮

同搞吧！ ”

瞿秋白国学修养根基深厚，这固然

与其家学环境有关，但主要还是自身不

辍习悟的结果。 他在就义前写的《多余

的话》中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

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

我是抓到就看， 忽然想起来就看。 ”又

言，“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

的子书， 随后是宋儒语录， 随后是佛

经。 ”瞿秋白的国学修养还得益于他对

多种文化资源的兼容并蓄。他自言：“自

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已经

不 能 确 切 的 证 明 自 己 纯 粹 的 ‘中 国 ’

性”，“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

虽说如此，但从瞿秋白的一生看，与其

情感结构、思维方式、深层人格建构及

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以深刻影响的，无疑

还是以儒释道为精魂的国学。

二、以世界的眼光关照国学

上个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面 临 的

现实处境，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其时

国学面临的现实处境。由此出发瞿秋白

进一步关照到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问

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瞿秋白在《欧

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的文章中就提出：

“要有世界的眼光”，“去适应世界的潮

流，迎合世界的现势”。显示出一种在世

界维度下的文化自觉忧患意识。

在对中国文化现实出路的关注中，

瞿秋白在俄考察时提出：“人与自然，个性

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 ”在实现

这一文化理想的进程中，“盲目固执一

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或“汩

没民族的个性”，去附庸所谓“新派”，这

些做法都是不足为取的。 “无民族性”，

“无动的民族性”，也就“无所谓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在新的时代背 景 条

件 下 的 发 展 问 题，1923 年 初 回 国 后 的

瞿秋白深入拓展了他此前提出的“要有

世界的眼光”的看法。 他说：“中国受文

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

际舞台的时候， 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

可。 ”他在为当时上海大学的开办而拟

定的教学方案中说：“远东四五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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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

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

界的文化生活。这并不是什么‘国粹’问

题———而是因为中国旧式的宗法 社 会

经济遇着欧美帝国主义，所不得不发生

的适应作用。”一如现时“中国文艺之中

‘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

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

命运之转机，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

端倪”。 应该说这样一种世界的眼光和

比较的维度，即便在今天也还是十分需

要的。

三、渐及辩证地看待国学

对于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 力 倡

国学的“东方文化派”，瞿秋白一度曾经

采取了极激的批判态度。 他认为，中国

古文化“是宗法社会的文化”；它承载着

“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 经院

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装满着一大堆

的礼教伦常， 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

赋； 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

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

“所谓伦常纲纪， 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

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

异”、“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东方文

化派”却要竭力维护这种文化，这是因

为他们“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

转”。从这些认知和表述看，瞿秋白以政

治诉求为首位的文化观显然影响了他

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全面认识。由于没有

对中国古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作区别

对待，因而这种批判就显得过于简单和

笼统，缺乏辩证地分析和思考。然而，以

此便判定瞿秋白是否定国学的，同样不

符合实际。 应该说，他的这种批判并不

能代表他之对于国学的全部态度、观念

和情感。

进一步说来，瞿秋白对于国学的态

度、观念和情感，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

的。 从他在生前最后五年间（1931 年-
1935 年）的人生经历看，此间他不仅生

活在国内血腥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

而且还不得不承受着党内失范的政治

斗争与其带来的巨大压力。 那时，党内

极左势力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

政治路线让瞿秋白吃尽了苦头。他先在

1931 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被排挤出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后又因在

党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的一组短评

文章，被党内极左势力诬陷为是党内右

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在此情形之

下，瞿秋白在思想和感情上渐渐显露出

向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1935 年 2
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他在狱中

撰写的《多余的话》及多首诗作，字里行

间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其思想和感情向

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皈依。

在上述嬗变过程中，尽管他仍未放

弃对一些主张恢复“固有文化”的文人、

学者的批判，但也显示出他这时已经能

够渐及较客观、辩证地看待国学了。 瞿

秋白在 1932 年 7 月撰写的 《文艺的自

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还深刻指

出：在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对于一切

统治阶级的文艺，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的

文艺，他们都要批判，都要分析。这些文

艺的内容，往往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会

是简单的 ‘好得利害’， 或者 ‘坏的利

害’；也不会是‘革命时候没有用’，‘建

设时期又有用’。”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

的情形下，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应该说

还是十分难得的。

四、不辍研究、传播国学

如前所述，瞿秋白早年受父亲的影

响，较早即对释道二教“特殊有研究”。

他曾说：“老庄是哲学， 佛经里也有哲

学，应该研究。 ”据羊牧之回忆说，瞿秋

白在中学读书时，枕边书桌上经常放置

着旧小说、野史杂传、集释经注。一次秋

白还曾对他讲：“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

其是知识分子， 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

学、史学、哲学。 文学如孔子与《五经》，

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

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的特点。 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

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

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

算一个中国人呢？ ”正是不辍的研究习

悟， 奠定了瞿秋白根基深厚的国学修

养。

“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瞿秋

白认为，“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

务”，“只有攻击没有创造， 就只能引起

怀疑”，而且容易“发生误会”。他希望国

内“多出几个纯粹的学者”。进而又强调

指出：“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

沉静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古文化的

重兴固然需要创造，但它却是重建本土

性话语的创造。而为时人追慕的一些所

谓“新”学，其实在中国就“用不着，也不

能用”。 这表明瞿秋白对待如何重兴中

国古文化的问题还是十分审慎的。经过

在新俄的考察研究之后，他认为，中国

文化要想在历史进程中“增进人类的文

化”， 就必须敢于面对 “困难环境而进

取”，同时还要在这个进程能够“实现自

我的个性”，“发展自我的个性”。

瞿秋白曾把研究、整理国故看作是

一项重要工作，一项巨大的工程。 1932
年 6 月 10 日， 他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

说：“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

阀》的书，谢谢。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

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

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

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

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 整理这

‘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

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

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 因此

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

巨大的工程。 ”

与瞿秋白不辍研究国学相伴 而 行

的，是他对于国学的不懈传播。 在俄国

考察时，他曾向俄国人“解释中国人的

宗教观念，风俗，和对基督教的关系”；

还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图书馆捐赠过经史子集、 唐宋诗词等

“一大堆中国线装古籍”，并且为在这里

工作的一位讲师雕凿过一枚古朴风雅

的狮纽石章。瞿秋白特别看重青年人对

国学的研究学习。他在同青年人的促膝

谈心中，不仅注重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

义并力求运用其原理分析中国革命，还

常常向他们介绍、讲解中国古典文学知

识。 陆立之回忆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

秋白为我们讲解文学故事。中国古典文

学的精华和某些名著，差不多我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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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支部建在班上”后

班级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支部建

在班上” 这一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学校党

建工作新思路、新方式的真正发挥效应。

实行支委领导下的班长负责， 重点要处

理好党支部和班委的关系。 党支部是政

治核心，实行监督保证，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 支委（一般班长是支委或列席）讨论

决定班级重大事件，诸如奖助学金评选、

班级活动等。 班长带领班委主持班级日

常工作，两者职能要分开。 党员可在班级

中担任各种职务发挥其积极作用， 但党

支部不可去包揽一切，到处去发号施令。

班委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 但要

自觉接受党支部的指导。

2. 建立支部网络管理结构。 注重

班级支部的组织发展和学生党员帮扶

工作，充分调动支部中每一个党员的积

极性。 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要求，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下，依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

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积极而稳妥地做

好学生党员发展工作， 严格把好入口

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在支委

的领导下， 建立班级支部网络管理结

构，形成“1＋1+1”的管理模式，一名党员

培养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帮助一个思想

后进或成绩不理想或生活困难同学。各

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党员人数现已基本

达到 30%，形成“1+1+1”模式后，班级所

有同学应都在这一管理结构中，每一个

同学都在向心圆的点上，而这一圆的圆

心就是班级支部。

3. 定期培训支委及完善考核制度。

支部书记是支部的核心，其能力与素质

决定支部工作的好坏。 因此，学校分党

委或总支应定期培训支部书记，辅导员

应经常与支部书记工作交流，每学年或

每学期对支委进行改选。学校要定期召

开支部书记培训班， 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传达学校党委的工作重点，经常邀

请学校组织部门或学校党委书记、副书

记开办讲座。 同时，学校应建立学生党

支部书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听取支部

工作汇报。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落实人，与学生关系紧密，应经常

与支部书记交流工作，了解班级支部中

最新近况， 在学校分管书记的指导下，

帮助支部书记开展工作并适当参与，对

各支部中出现的现象及时汇报，分析工

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负责对支部书

记的考核并参与组织支部的改选。

4. 规范支部工作和健全规章制度。

“支部建在班上”后，支部书记多有学生

担任，由于支部书记来自班级，他们和

普通同学朝夕相处，因而在工作中难免

有顾虑，放不开手脚，不敢大胆管理，造

成支部工作的不力，影响支部工作的发

挥。党建规章制度，是支部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的基础，健全规章制度能促进支

部工作的规范。 在坚持支部政治学习制

度、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

教育制度、 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制度的

基础上，还要进行党建制度创新，如经常

进行民意测评，佩戴党员标志，针对预

备党员转正开展“我的预备期”述职，正

式党员每学期书面汇报思想一次等。 在

支部与支部之间，可以经常召开示范支

部大会，加强支部间的交流与学习。

（作者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

床医学院）

(上接第 27 页)

之前就已从秋白那里先理解了。上海大

学初建之时， 瞿秋白亲自为一些学科、

专业拟定了必修的和选修的课程，其中

包括：文（群经诸子附）、诗词、戏曲、中

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大

纲、中国金石学及书画史、古籍校读法

等。像前三门课程还是四年通修的必修

课。 他向社会学系的学生提出要求说：

必要以一有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

基础，方能进行多方面之比较研究；“研

究之最后期，并当以此社会学的方法整

理中国史料（所谓‘乙部’的国故———直

至于志书等），以期切于实际”。

综上可见，瞿秋白在国学研究方面

还是有相当造诣、见地的，而其对于国

学的传播也则是因时因事而不遗余力。

五、一生情系国学

上世纪 30 年代瞿秋白对于中国古

文化的看法，尽管在认识上仍存在有不

够全面的问题，但随着其思想感渐渐向

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和皈依，其观

念中曾有的“精金”意识也在被再次唤

醒而得到复归和强化。 1932 年 6 月 20
日，他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所谓古

代汉文是包括《诗经》《书经》到康有为

的《大同书》……而说的。”“将来的新中

国里，将要设立科学院之下的古汉文系

（和古代梵文，希腊文，拉丁文…… 等

等同等看待）。”再就瞿秋白的狱中遗作

《多余的话》看，无可讳言，他最后留给

世人的无疑是一个病体羸弱而又忧心

重重、有着悲剧式情怀的“文人”形象。

文中他一咏三叹地说：“我其实是一个

很平凡的文人”，“直到最后还是 ‘文人

结[积]习未除’的”；“不幸，我自己不能

够否认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这就

是说， 瞿秋白在生命即将绝灭的前夜，

他用以确认自我身份的，恰是时下人们

在认知和表述国学时最为常用到的一

个关键词：“文人”。

总之纵观瞿秋白的一生，他所接受

的家学教育，学识素养、惯性思维方式

的养成，深层文化心理的构成，这些因

素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割断了同国学的

联系。一定意义上讲恰是因为他所积淀

的国学修养，成就了他丰富而又厚重的

一生。 至于说他对主张恢复中国“固有

文化”的文人、学者曾经所作的批判，我

们不妨再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就是

说，这种批判除了有适应中国革命的客

观要求之外，在当时也是为了整合面临

困境的中国文化而在努力寻找一种新

的话语和纽带，以期有效表述我们这个

民族和国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的自我

整体形象。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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